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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财政收入增长的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王丰龙 1, 刘云刚 2

(1. 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 香港 九龙塘;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275)

摘要：土地开发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焦点，但是对“土地财政”现象的研究仍集中在其形
成机制方面，而很少证实土地是否及如何推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为此，本文基于《城
市统计年鉴》 (1985-2011) 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运用格兰杰
因果检验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土地财政”的
影响机制、区域差异和开发效率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示，从1995年开始，中国城市的土地
开发是推动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这种效应主要为即期的影响，而对房地
产开发和工业增值税的长期推动效果不太显著，这暗示了土地财政在中国有过度的倾向。从
区域差异来看，土地开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推动幅度在中西部地区或在1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
城市更大，且随城市规模的增加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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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关注焦点。一方面，从20世
纪 90年代起，中国城市化的空间发展重心开始从乡村工业化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和小
城镇建设 (town development) 转移到以 (大) 城市为主导、以建设用地转换为核心的城市
扩张策略[1]。这些城市扩张策略不仅表现为城市规划中用地的非线性增长[2]和地方政府主
导的、旨在强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土建城市化”[3]，还表现为以“尺度转换”[4]为特
征的行政区划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很多行政规划调整本质上是市对县的土地利用权的征
用或剥夺[5]，因而尽管扩权强县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和长远的历史渊源，撤县 (市) 设区却
往往更为流行[6]。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7]。这些
矛盾既包括失地农民 (land-losing villager) 围绕土地价值对用地所有权和拆迁补偿的争
取[8]，也包括土地的征用或流转过程中对决策制订不透明和参与机会不均等的抗争[9-10]。对
这些矛盾处理不当会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和谐与政权稳定造成很大挑战。因
此，土地开发不仅是近年来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成为社会学分析和政策制定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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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重点。
土地开发问题之所以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和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的重

点，主要原因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90年代分税制改革起土地
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的工具，即所谓的“土地财政” (Land Coffer) 或“土地
财政化” (Fiscalisation of Land) 现象 [10]。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掌控了土地征用
(expropriation)、分配 (allocation)、转让 (conveyance) 等权利[11]，土地已成为中央—地方关
系重构 (reformulation) 和农村-城市权力再领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 的重要媒介[12]；另一
方面，财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全权支配土地出让金等数目可观的财政收入[1]，如在2009
年全国国有土地的转让和分配收入增长了63%，高达近1.6万亿元[13]，使土地逐渐成为地
方政府工作的重心。尽管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但是，由于土地出
让金是一次性的财政收入，因而土地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作用并非不置可否。一方
面，由于土地数量受自然资源存量和国家指标 (如耕地红线) 的限制，土地出让金的收入
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由于区位条件的限制和区域间竞争的存在，土地开发并非总是
能成功地招商引资—对很多内陆地区的城市尤其如此。那么，土地是否真正持续推动了地
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土地财政主要通过何种机制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开发对财政增长的推
动效率有何差别？这些问题对当前土地利用政策的检讨、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和中国城市
化可持续性的检验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这些问题还很少有研究关注。本文拟基于
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该问题加以探索，第二节主要对当前的相关研究加以归纳评述；第三
节提出研究方法和假设；第四节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

2 已有研究

2.1 土地财政的内涵及成因
目前学者主要将“土地财政”界定为一种地方政府藉由土地开发获取财政收入的过程

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出让的日益依赖的现象。其中，狭义上土地财政的收入主要指
预算外的土地出让金，广义上还包括通过土地融资[14]及房地产开发等获取的与土地有关的
税费收入[15]。尽管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并且得到了广泛关注，后两种融资和税费往往对地
方政府更为重要。如周飞舟[15]通过对省—市—县的案例分析估算发现，土地直接税收、间
接税收、部门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净收益的比大约是 1:2:1.5:2.5，而政府资金投入 (财政投
入+土地出让金) 仅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3，仅仅是金融投入的一半左右。对于这
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当前的研究主要从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角度入手加以分析。20世纪
90年代前后，中国进行了财政分权改革和土地制度调整，使得地级市政府一方面承担了
更多的地方公共支出责任，另一方面具有了土地开发的高度自主性[16]，两者共同促进了土
地财政的流行。如陶然和徐志刚[17]指出，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日益重视与1994年起中央
政府集中了收入但未配套设置相应转移支付的财政体制有关。钱忠好和曲福田[18]指出土地
征用中的政府垄断也促进了土地财政的日益繁荣。周飞舟认为，当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
府兴办企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的时候，土地征用和转让行为成了地方政府新的生财
之道，软预算约束更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借助金融手段快速攫取资源[15]；Lin和Yi对江苏省
的研究指出土地开发是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12]；陈志勇
和陈莉莉[19]验证了这一发现，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模式确已由“企业财政”模式转换为“土
地财政”模式。刘锦[20]在整合上述视角的同时，引入了张军等[21]提出的“向下负责”的治
理模式和周黎安[22-23]等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锦标赛”模型，指出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
争”格局、预算内财政压力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迈向土地
财政的背后推力；李冀等[16]整合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晋升激励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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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激励两个视角，指出二者使得工业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出让价格一低一高；李学文和
卢新海同样指出，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出让并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出让上采取差别化策
略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24]。总之，土地财政是中国特定的财政和土地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
应对财政支出压力和创造财政收入及晋升机会的结果。
2.2 土地开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尽管大量研究都指出了土地财政的现象，但是还很少有研究直接探讨土地开发与地方
财政收入的关系。仅有的几篇文献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出发。一些研究试图评估土地收入在
财政收入的比重。如研究发现，很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 30%~
70%[11]，土地相关的融资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更起到主导作用[15]。这类研究多基于一些
案例的调查，结论较为详细，但是难以得出全国情况的系统结论，也难以衡量土地财政能
否长期可行。另一些研究则试图检验土地出让对不同类型的财政收入的影响。如陶然等利
用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协议土地出让对地方财政的当期
和滞后影响[25]。此研究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全国的情况，因而更具一般性。但是，第一，由
于其选取的面板时期较短，因而难以体现土地开发与财政增长的长期关系；第二，其所运
用的数据并未进行整体性和平稳性检验，因而其结论并不可靠；第三，其构建的固定效应
模型中仅东部地区土地开发对税收的影响显著，使人怀疑可能是相反的因果关系——即经
济增长和财政投入推动了土地开发；第四，该文运用土地协议出让宗数作为解释变量，由
于没有考虑土地出让量及其他土地开发形式，因而可能与实际的土地开发量有很大偏差。

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土地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温铁军和朱守银[26]很早就指出土
地“农转非”的巨额增殖收益成为地方政府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杨帅和温铁军
进一步实证发现，土地资源资本化 (耕地转换为建设用地) 与GDP的增长率之间高度耦
合，“以地兴企”、“以地生财”和“以地套现”已成为近30年三次宏观经济波动和财税体
制变迁中推动产业资本及金融资本扩张的重要动力[27]。很多研究进一步基于计量经济学模
型检验了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如孟繁瑜和严乐乐运用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模
型指出，土地出让收入是影响GDP的原因[28]。但是，运用土地开发量数据的分析得出的多
是相反的结论，如梁流涛等[29]和赵可等[30]发现，经济增长是耕地消耗或城市建设用地增长
的格兰杰原因而非相反。然而，尽管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相关，但二者并不等同。一方
面，由于二者之间不呈固定的比例关系且存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其变化不成正比且存
在一定的滞后期；另一方面，过度的土地开发会加剧区域竞争并提高生活成本，因此不一
定必然对财政收入有正向贡献。如王平和肖文通过用中央计划者模型模拟城市化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发现，城市用地相对面积的增加会导致稳态经济增长率下降，在户籍门槛较高时
尤其如此[31]。
2.3 研究述评

从上述对已有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以下三点：(1) 目前学者已将“土地财政”作
为一个先验的事实研究，并试图从税收制度或土地利用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形成机制。
但是，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土地扩张的事实，而对土地开发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因
果关系或互动机制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篇关于土地开发与财政收入关系的研究主要试
图估算土地开发的收益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对“土地财政”的因果关系给出直接
回答。因此，有必要对二者长期、直接的因果关系加以考察。(2) 尽管土地开发是以地级
市为单位进行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或研究对象的限制，当前的研究大多或是从省级尺度
入手或仅基于个案，因此有必要从地级市尺度对全国范围的土地开发与财政收入关系进行
系统详细的研究。(3) 由于不同产业 (如房地产与工业) 的土地开发周期和变化特征不同，
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不同，因而有必要对不同产业的土地财政现象和土地开发效率分别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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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考察土地开发与财政收入增长的关系。格兰

杰因果检验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因果检验方法，最早由格兰杰 (Granger, 1969) 提出[32]。
Granger (1980) 对因果性的定义进行了抽象，运用信息集的概念并基于事件发生的时序性
给出了因果性的一般性定义[33]。不过，其早期基于时间序列的定义更容易操作，也使用得
最为广泛。其最初的定义为：设有两个时间序列{xt}、{yt}，如果在下式中：

xt =∑i = 1
∞ αixt - i +∑i = 1

∞ βiyt - i + εt (1)

y的过去值yt-i有助于预测x，即至少存在一个 i0，使得βi0 ≠ 0，则变量y是x的格兰杰的
原因。通俗地说，如果一个变量的滞后值能帮助预测另一个变量，那么该变量就是另一变
量的原因。然而，由于观测到的时间序列数据只能看成是真实变量的连续时间过程的一个
样本[32]，因此观测频率的选取可能会掩盖因果关系的时序性[33]。同时，如果在信息集中遗
漏重要的变量，推导出来的因果性也可能是虚假的。因此，因果检验应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对其结论的解读也需谨慎，不宜过分推理。

在实证中，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那么应用F统计量推断βi0是否为 0会产生问题[33]。
因此，实证研究中一般要对变量进行平稳化处理，通过差分等变换使得序列通过单位根检
验。格兰杰进一步证明，如果一对 I (1) 序列存在协整 (co-integration) 关系 (即对于两个非
平稳的同阶单整序列，其线性组合是平稳序列)，它们之间必然存在至少一个方向上的因
果关系[34]。因此，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通常首先进行协整检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的
检验与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类似，也是先对变量做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再确定平
稳序列的协整关系，最后根据误差修正 (VEC) 模型进行因果关系检验[35]。基于不同的数
据结构特征和构造的统计量，面板单位根检验有不同的估计方法，常用的是 LLC test、
IPS test、Breitung test、Fisher-type test和Hadri LM test等。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的独
立的异质面板，故主要采用Maddala & Wu的Fisher-type检验方法[36]，辅以转换为平衡面
板 后 的 IPS 检 验 。 面 板 协 整 检 验 主 要 有 Nyblom-Harvey test、 Westerlund test、
Pesaran-Shin-Smith test 和 Pedroni test 等。本文主要运用较为常用的 Westerlund test 方
法[37]，并通过Stata 12.0实现。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主要基于面板VEC模型；参照张清
勇和郑环环[35]、林晓羽[38]、赵可等[30]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系数为零的LR检验判定因果关
系，模型估计主要通过WinRAT 8.0实现。
3.2 研究假设

根据周飞舟的归纳，土地开发对财政的贡献主要有三类：直接获取的土地出让金及土
地直接税收 (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耕地占用税)，间接通过产业经营获取的税
收，各部门征收的土地收费[15]。其中，土地开发对第一类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即时的，第二
类收入则需要经历一定的开发周期，第三类根据收费种类的不同而有不同影响。不过，周
在第二类税收中仅考虑了房地产和土地开发公司，而根据其他已有的研究，土地开发还通
过开发区建设和城市环线的建设影响工业增加值[1]。由于房地产贡献的主要为较短期的营
业税但有大量的社会需求[27]，而工业用地能够持续贡献增值税但供过于求[16]，因此二者对
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效果不同，地方政府对两者的态度也不同——如政府可能对商服用地
征收高企的低价而不惜以“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投资，因此对这两部分宜分别加以
分析。为此，参照张清勇和郑环环的研究[35]，本文构建以下三个误差修正模型 (V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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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R为财政收入，IFR为工业创造的主要税收，HFR为房地产创造的主要税收；
Land为城市用地，iLand与 rLand分别为工业和房地产用地，两者根据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分配；D表示差分。对Land不是FR的Granger成因的检验等价为A12 = γ1 = 0。同时，由
于土地出让可能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12]，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区域背景和
等级规模密切相关，从而导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随着到大城市或三大城市群的距离而递
减[39]。为此，本文还考虑了不同地区和规模的城市间的差异。
3.3 指标及数据

鉴于数据可获得性和连续性的考虑，本文主要运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85-2011) 的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①。其中，地方财政收入选取了各地级市的预算内
财政收入；与工业相关的财政收入选取了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 (1985-1995) 及增值税
(1996-2011)—前者较为连续但是包含了利润总额，后者仅指税收但始于 1995年；由于房
地产开发的营业税并未统计，本文以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替代指标，并将其作为
这两类产业用地的分配标准，即假设城市建设用地仅用于房地产和工业开发 (交通用地及
绿化用地等也看作为这两类产业服务)，各自的用地规模增量按照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分
配。各个指标主要为市辖区的指标 (不含县)，但由于仅含市辖区的财政收入没有相关的统
计指标，地方财政收入选取地级市全市 (包括市辖县) 的指标——不过考虑到改革开放后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地区 (即市辖区)，该指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影响不大。参照张
清勇和郑环环的处理[35]，本文将各指标取对数以减少波动的影响。对于区域影响的衡量，
参照Lin的分析[1]，选取东、中、西三个地区作为衡量区域差异的指标，并以50万、100万
和500万为标准，基于2010年底人口统计将城市划分为中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
大城市四类②；同时，考虑到最新的政策区域划分，还考察了东部率先发展区、中部崛起
地区、东北振兴地区和西部大开发地区之间的区域差异，其区域划分参照人民网的“中国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0年”③。

4 分析结果

4.1 中国地级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基本特征
总体来看，自1984年以来，全国各地级市市辖区的建成面积以年均5%左右的速度快

速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额及财政收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如表1)。而从历时性变
化来看，尽管建成区面积的增长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基本一致，但是两者的变化略有不
同。自 1994 年推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市辖区的财政收入加速增长，而城市建设用地在
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经历了大幅下降后逐年上升 (图1a)。具体而言，自1996年起，房地
产的投资额呈现快速上升—即使在2002年7月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后依然保持增势；相对
于房地产的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长相对缓慢 (图 1b)，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也呈逐年

① 根据计量模型的估计需要，部分城市可能会在转换为平衡面板数据时删掉，此时会做特别说明。

② Lin（2007）选取20万、50万和100万作为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不过由于2010年底人口在20万以下

的地级市仅有两个，本文提高了人口规模标准。

③ 参见：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57/134502/13743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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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的趋势 (图1a)。尽管这一现象可能源
自地方政府对税收结构的调整④，但也暗
示了房地产对其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作
用。当然，究竟是否果真如此，有待接下
来的进一步检验。
4.2 不同城市建设用地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首先根据Maddala 和 Wu (1999) 的方
法检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表 2列出了各
变量面板单位根的ADF检验值以及对“存
在面板单位根”这一原假设检验的 P 值。
结果显示，在各种情况下 (含常数项、趋
势项和漂移项)，地方财政收入 (FR)、建
成区面积 (Land)、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
(HFR)、工业利税总额 (Profit) 和工业增值
税 (VAT) 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则都是
平稳的。即上述变量均为同阶单整 I (1)
过程。至于按固定资产投资额求算的工业
和房地产的建设用地增量，前者为平稳序
列而后者为 I (1) 过程，其具体检验结果
未给出。

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时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也有研究指出，即使在一个 I (0) 和 I
(1) 的混合变量中也可以进行协整检验[40-41]，因此本文中所有的变量都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主要运用Westerlund (2007) 的方法[37]。该方法提供了4个统计量Ga、Gt、Pa和Pt：前
两个为组统计量，考察在允许面板异质性的条件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后两个为面板统计

④ 由于增值税的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3:1，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将其转移到营业税等地方分成比例较

高的税种。

表1 不同尺度的地级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及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Tab. 1 Average growth rates of built-up areas and fiscal revenue (%)

地级市
省
全国

建成区面积
5.30

4.70

5.00

财政收入
14.91

13.72

14.14

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
21.70

21.02

21.65

利税/利润额
17.78

15.74

15.67

增值税
14.54

11.87

13.08

增值税比重
24.09

20.41

16.33

图1 全国建成区及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1984-2010)
Fig. 1 The growth of built-up areas and fiscal revenue in China (1984-2010)

表2 面板单位根的检验结果
Tab. 2 Results of panel unit tests

变量

FR

DFR

Land

DLand

HFR

DHFR

Profit

DProfit

VAT

DVAT

含常数项

127.975

(1.000)

1899.015

(0.000)

404.083

(1.000)

2156.936

(0.000)

171.051

(1.000)

1897.955

(0.000)

228.495

(1.000)

1189.791

(0.000)

244.034

(1.000)

1202.914

(0.000)

含趋势项

287.683

(1.000)

1417.204

(0.000)

798.714

(0.000)

1581.754

(0.000)

563.675

(0.590)

1528.626

(0.000)

505.703

(0.951)

995.624

(0.000)

786.583

(0.000)

1156.295

(0.000)

含漂移项

611.618

(0.099)

2884.731

(0.000)

903.914

(0.000)

2912.713

(0.000)

433.155

(1.000)

2498.644

(0.000)

774.120

(0.000)

1694.928

(0.000)

617.453

(0.052)

1798.351

(0.000)

检验结果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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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验在考虑面板同质性的条件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出现两个组
统计量中有一个不能拒绝原假设的现象，对于T较小的情况尤为如此，但基本上有三个统
计量显著即可以判定两个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含趋
势项时，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基本都显著，因此可以推断土地利用与地方财政收
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上述检验表明，土地利用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而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表4列出了式 (2)-式 (4) 中相应变量的滞后项系数为零的LR检验。结果表明，在
整个时段内 (1985-2011年)，财政收入是建成区面积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而非相反；但是，
自分税制实施开始 (考虑到政策效果，自1996开始)，这一因果关系开始逆转，即土地越
来越成为推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具体而言，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的用地增
长互为因果，而建成区的扩张则是工业增值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过这一结论不太稳
定，对滞后项的选取较为敏感，这可能与本文选取的用地指标是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估算
有关。总而言之，本文的结果基本确证了分税制改革后由土地扩张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

“土地财政”现象。
4.3 区域因素的影响

这一部分主要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以及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由于不同地区及不同
规模的城市面临的机会以及土地开发的强度不同，因此，不同区域和城市规模的城市可能
会有不同程度的“土地财政”现象。为简便起见，这里主要运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对不
同区域的土地财政现象加以比较分析。经检验，面板数据的个体误差不显著，即可以选用
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主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滞后期为2)：

DFRi, t = α +∑j = 1

2 β1

i, j
DFRi, t - j +∑j = 0

2 β 2

i, j
DLandi, t - j + ε (5)

模型的相关参数通过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数据选取了 1996-2011 年间的建成区面

变量

FR & Land

P值
HFR & HLand

P值
Profit & ILand

P值
VAT & ILand

P值

含常数项
Gt

-1.747

0.753

-0.436

1.000

-1.174

1.000

-0.317

1.000

Ga

-8.61

0.000

-1.387

1.000

-5.008

1.000

-0.815

1.000

Pt

-23.101

0.000

-12.685

1.000

-16.079

0.921

-6.478

1.000

Pa

-7.557

0.000

-1.859

1.000

-5.268

0.009

-1.453

1.000

含趋势项
Gt

-2.412

0.182

-3.592

0.000

-3.329

0.000

-3.724

0.000

Ga

-16.378

0.000

-22.881

0.000

-22.176

0.000

-28.364

0.000

Pt

-32.348

0.000

-44.622

0.000

-34.056

0.000

-36.676

0.000

Pa

-13.842

0.000

-20.391

0.000

-18.116

0.000

-17.168

0.000

检验结果

存在协整关系

存在协整关系

存在协整关系

存在协整关系

表3 面板协整关系的检验结果
Tab. 3 Results of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表4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
Tab. 4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FR → Land

Land → FR

FR → Land (1996年起)

Land → FR (1996年起)

HFR → HLand

HLand → HFR

Profit → ILand

ILand → Profit

VAT → ILand

ILand → VAT

LR检验的F值

7.166

0.043

1.812

6.818

20.918

2.925

2.411

0.771

0.712

5.241

显著水平

0.001***

0.957

0.163

0.001***

0.000***

0.054*

0.090*

0.463

0.545

0.001***

滞后阶数

2

2

2

2

2

2

2

2

3

3

结论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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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地方财政收入、房地产投资额及工业增值税。表5汇集了模型中Land的系数及其显著
程度 (*，**及***分别表示在90%，95%和99%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可以发现，建成区的
扩张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财政收入有即期的影响并以西部的影响幅度 (系数) 最大，
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存在一年的滞后期。但是，建成区的扩张无论对房地产投资还是工业增
值税增长的影响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其效果不可持续—在中西部地区建成区的扩张对房
地产投资或工业增值税增加的影响以负面为主。四个政策区域的结果类似，建成区的扩张
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财政收入有即期的正向影响并以西部的影响幅度 (系数) 最大，
而对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分别存在一年和两年的滞后期。具体而言，建成区的扩张无论
对房地产投资还是工业增值税增长的影响也大体都是暂时的，长期来看其效果不可持续—
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建成区扩张对房地产投资或工业增值税增加的长期影响以负面
为主。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土地财政”现象主要体现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并且
城市的规模越高其影响幅度越大。这既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容易动用土地资源
(如通过“县改区”等行政区划调整)，也可能是由于大城市的区位较好、土地开发价值更
高。与总体情况类似，建成区的扩张对房地产投资和工业增值税的影响短期为正而长期为
负，并且随城市规模的增大，建成区扩张的正向影响和即期影响越明显；建成区面积的扩
张对大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和特大城市的工业增值税的总体影响为负。上述结果表明，尽管
建成区的扩张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这种效果在中小城市中并不显著，即使
在较大城市中既不持久也不一定为正，说明“土地财政”总体上难以为继。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国土地与财政制度“改革”的推进与城市对农村 (户籍制度) 与外资“开放”
的深化，土地开发越来越被地级城市政府所重视，也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但是，
目前学者对“土地财政”现象的研究仍集中在其形成机制方面，而很少证实土地是否及如
何推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为此，本文利用《城市统计年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面
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因
果关系，并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机制、区域差异和开发效率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显
示，从 1995 年开始，地级市的土地开发是推动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
是，这种效应主要为即期的影响，即可能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等实现，而对房地产开发和工
业增值税的长期推动效果不太显著，暗示土地财政在中国有过度的倾向，长期来看是不可
持续的。从区域差异来看，土地开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推动幅度在中西部地区或100万人
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更大，且随城市规模的增加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城市建设

表5 土地财政的面板回归模型
Tab. 5 Results of panel regression model of land finance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中小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

土地-财政收入
Land

0.086***

0.034

0.129**

0.000

0.078***

0.001

0.139***

0.042

0.027

0.133***

0.301*

L.Land

0.024

0.138**

-0.037

0.176*

0.025

0.099

-0.031

0.100

0.050

0.040

-0.007

L2.Land

-0.005

0.141***

0.014

0.180

-0.044*

0.101*

0.075

0.073

-0.007

0.049

0.114

土地-房地产投资
Land

0.223**

0.098

0.117

0.074

0.227**

0.133

0.112

0.128

0.156

0.138*

1.364***

L.Land

-0.058

0.205*

-0.038

0.360

-0.039

0.066

-0.037

-0.119

0.071

0.002

-0.828

L2.Land

-0.167*

-0.310***

-0.078

-0.422**

-0.194**

-0.184*

-0.076

-0.023

-0.242***

-0.122*

-0.527

土地-工业增值税
Land

0.123***

0.029

0.191**

0.153

0.088**

-0.022

0.194***

0.016

0.115**

0.141***

0.264**

L.Land

-0.105**

0.139

0.148

-0.144

-0.083

0.242*

0.114

0.268

-0.043

0.016

-0.126

L2.Land

-0.008

-0.156**

-0.338***

0.023

0.002

-0.188*

-0.313***

-0.253

-0.075

-0.161***

-0.098

城市数
114

111

61

34

87

81

85

51

110

1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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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扩张对东部地区城市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有显著的即期影响，对中部地区就存在一
定的滞后期，而对西部地区已经不明显，说明东部地区的房地产开发更快，基本不存在滞
后，暗示了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发更多地依赖于即期的收入 (如土地出让等)；城市建设用
地的扩张对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值税增长的整体影响为正，而对中西部的影响则转为负，也
表明其效果对于欠发达地区不可持续。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而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对
房地产开发或工业增值税增长的影响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越来越明显和积极，表明较大城
市的土地开发相对更为有效，但无论哪类城市其土地开发的影响都不可持续。

当然，受限于篇幅和数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并存在以下限制。第一，由于
工业用地与房地产用地在《城市统计年鉴》中没有统计，因此对这两类土地开发的影响只
能基于推断或间接分析，因而这两方面的研究仍待深入。第二，由于增值税的大部分会被
中央拿走，因而地方政府有将其转换为其他名目的动力，故其指标可能有偏。实际上，无
论从文中地方工业增值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降低的现象还是近期中央试图将其他部分税
种纳入增值税的努力来看，这种影响很可能存在，因而有必要对税收加以细分。第三，由
于房地产的波动较大，并且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尽管本文对其进行了平稳化处
理，但是基于其进行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财政长期机制的探讨都可能有偏，未来的研究
中应该以更直接的指标对土地利用集约度及土地财政机制加以探讨。

最后，针对当前的政策和时代背景，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第一，土
地财政不可持续的一个表现就是土地开发的闲置与浪费。如林初昇即指出，很多开发区大
量闲置的土地表明中国的非农业用地并未得到有效利用[1]。对此，何书金和苏光全运用逐
步回归法估算了开发区闲置土地的数量[42]；赵鹏军和彭建则构建了一套评价城市土地高效
集约化利用的指标体系[43]。但是，此类研究并未回答土地闲置是否是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正
常调控或何种程度才是最有效率的标准，因而也未完全回答土地财政是否有效的问题；另
外，由于其指标构建需要工业开发区大量的用地特征指标，指标合并也主要依据经验判
断，因而不太容易推广，并且未涉及其他类型地区的土地开发情况。因此，一方面未来的
研究中有必要推出一套更实用的衡量土地利用效率的指标体系，从而便于监控土地粗放利
用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必要与 (已有的) 从制度层面考察其形成原因的研究相结合。如
很多学者指出，当前土地权属和管理的制度安排才是导致土地开发低效的主要原因[如 44]。
第二，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似乎存在很大的非理性。一方面，土地利用十分低效，土地开
发并未有效促进地方财政的增长；另一方面，拆迁的力度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却愈演愈
烈。那么，如孙立平教授在“十八大与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讲座⑤中感言，为
何我们“大拆大建”了一通好像没为后代留下什么，但是却如此几近疯狂地热衷于拆迁和
城市扩张？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两方面来看，地方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地方政府问责制
的缺失和区域竞争中的非理性因素都有可能是导致这一悖论的制度原因。因此，未来的政
策研究中有必要在财政制度和地方治理层面改变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行为，提高城市土地
开发的集约度。唯有如此，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才不致被突破，新型城镇化才不致沦为
新一轮的土地征用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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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Granger Test o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fiscal revenue
growth in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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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been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in existing studies. It
is not only mobilized by municipalitie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promo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become the trigger to ignite various land-related conflicts. While quite a few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of "land coffer", the effect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on the growth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remain poorly examined. Moreo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land coffer"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cities with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To help narrow this gap, this paper initiates a preliminary inquiry to the
causality between expansion of urban built-up land and growth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based
on the pane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Using data from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5-2011),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iscalization of land among Chinese municipal governments based on random
effect model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rowth of urban land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since 1995.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urban built-up land caused only a
transient increase in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had no significant long-term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y contributes to local fiscal revenue through short-term land
expropriation, which has been excessively extracted and doomed to be unsustainable. As for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in China,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land
development are more significant within the cities in eastern region or those with a larger
population size. Nonetheless, land development generally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housing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or Northeast China, central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in the long
run. This implies that the intensifying land expropriation across the country is rather
short-sighted. To prevent waste of precious farmland in the ongoing urban sprawl and the
upcoming round of "small city-township" development (chengzhenhua), we call for more
compact land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current land system.
Key words: land coffer; urban built-up land; fiscal revenue; regional difference; Panel
Grange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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